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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非线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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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管团队断裂带过弱会使管理层内部同质化,过强则会加剧子群体间的对立冲突,两

者都不利于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因此,高管团队断裂带会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先促进后抑

制的非线性影响。 以 2012—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断裂

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倒 U 型影响,管理层短视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断裂带

通过其与管理层短视的 U 型关系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倒 U 型影响;企业的共同机构持股比例增

加和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会强化断裂带与新质生产力的倒 U 型关系;断裂带对新质生产力

的倒 U 型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中更显著;任务断裂带与企业

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而生理断裂带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两者不存在倒 U
型关系)。 企业应科学对待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双刃剑”作用,不断优化管理层结构,积极引入共同

机构投资者;政府应提升社会信任水平,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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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培勇
 

等,2024) [1] ,也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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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众多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企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微观层面的具

体体现,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周文
 

等,
2023;刘伟,2024) [2-3] ,是我国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何培育和发展企业新质生

产力,已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
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聚焦数智化领域的

影响因素,如探究数智化转型、数据要素、政府数字化治理、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等对企业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张秀娥
 

等,2024;梁孝成
 

等,2025;赵斌
 

等,2024;徐红丹
 

等,2025;张蕴萍
 

等,2024;
张高瀚

 

等,2024) [4-9] ,已形成较为丰硕的成果;二是重视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方面的影响因素,如考察

信贷专业化、耐心资本、数字普惠金融、放宽市场准入、共同机构所有权、资本市场开放等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影响(张雪兰
 

等,2024;杨芳
 

等,2024;师栋楷,2024;陈邑早
 

等,2024;田冠军
 

等,2024;林春
 

等,
2024) [10-15] 。 此外,还有文献探讨了 ESG、产学研合作、企业基础研究等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辛杰,
2025;尚路

 

等,2025;刁海璨,2025) [16-18] 。 然而,鲜有文献从公司治理维度研究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因

素。 高管团队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营策略,因此有

必要深入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高管的来源和组成日益多元化,断裂带成为高管团队的一个重要特

征。 高管团队断裂带是指基于一个或多个特征将高管团队内部成员划分为多个子群体的一组假想的分

割线,子群体内的相似性和子群体间的差异性越大,则高管团队断裂带越强(Bezrukova
 

et
 

al. ,2009) [19] 。
高管团队断裂带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众多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发展的影

响。 从相关经验分析的结论来看,高管团队断裂带是一把“双刃剑”,既会产生推动企业国际化(潘清泉
 

等,2015) [20] 、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马连福
 

等,2018) [21] 、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杨晶照
 

等,2022) [22] 、促进

企业战略变革(曹晓芳
 

等,2022) [23]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李晓涛
 

等,2023) [24] 等积极作用,也会带

来降低企业决策效率和有效性(Veltrop
 

et
 

al. ,2015;Van
 

Peteghem
 

et
 

al. ,2018) [25-26] 、加剧企业股价崩盘

风险(梁上坤
 

等,2020) [27] 、降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孙玥璠
 

等,2022) [28] 、抑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朱帮

助
 

等,2023) [29] 、增加企业违规行为(陈华
 

等,2024) [30]等负面影响。 那么,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

生产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高管团队断裂带

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以 2012—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丰富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高

管团队断裂带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是构建了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

力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理论框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借鉴。 三是从管理层短视维度

深入剖析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有助于从组织行为角度深入理解管理层优化

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是进一步考察了共同机构持股和社会信任对高管团队断裂带影响企

业新质生产力的调节作用以及生理断裂带与任务断裂带、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成长成熟期企业与衰

退期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与非高技术行业企业之间的异质性,有助于科学认识高管团队断裂带影响企

业新质生产力的情境机制,并为各类企业通过优化管理层结构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1.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高管团队断裂带是把双刃剑,对企业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Bunderson
 

et
 

al. ,2018)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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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决策理论,团队中特征属性的多样化拓宽了团队信息的获取渠道,有助于团队更好地整合利用

各种信息,进而做出科学的战略决策(Bezrukova
 

et
 

al. ,2009) [19] 。 高管团队在差异化认知作用下进行批

判性辩论,会激发团队成员学习新知识的动机,促使团队成员反思自己的观点并吸纳相异观点,不仅有

助于团队的创造性思考(Rupert
 

et
 

al. ,2016) [32] ,还有助于形成积极学习勇于创新的企业文化,进而提高

企业劳动者整体质量。 同时,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增加高管的合谋成本,减少高管的谋私行为,使
企业的要素资源能够更多更高效地配置到生产、研发等关键性环节,为企业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

升级提供更好保障。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高管团队断裂带使得决策层能够通过

知识和思维互补减少决策过程中的群体思维和短视主义,从而有助于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积

极布局未来,重视新技术的应用和技术创新,并致力于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等先进生产力的跃升

(刘胜
 

等,2023;殷俊明
 

等,2024) [33-34] 。
根据社会分类和社会认同理论,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增强会导致子群体内的高度认同和子群体间的

矛盾冲突。 当断裂带超过一定限度时,高管团队子群体间可能爆发严重的冲突,并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

和敌对情绪(Crucke
 

et
 

al. ,2016) [35] 。 这种内部观点的不统一会对决策效率和内部控制质量产生负面影

响(Van
 

peteghem
 

et
 

al. ,2018;孙玥璠
 

等,2022) [26][28] ,不利于企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模式的转

型升级。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业态创新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是培

育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子群体成员过于嵌入和依恋小团队本身,会阻碍子群体间的信息共

享,造成子群体内信息闭塞和子群体间交流成本上升,进而减弱企业对新技术新兴业态的敏感度和战略

变革能力(Richard
 

et
 

al. ,2019) [36] 。 基于自我效能感—绩效模型,子群体间异质性知识资源交流的减

少,会导致团队整体创造性自我效能下降,降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 ( 林明
 

等,2016;刘新梅
 

等,
2019) [37-38] ,不利于企业培育和发展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一个适度区间,断裂带过弱

形成的团队内部同质化和断裂带过强导致的子群体间对立冲突都不利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 当

高管团队断裂带很弱时,断裂带增强的积极作用(知识异质化)占据主导地位,能够提升企业的动态能

力,有利于企业做出前瞻性的决策和提高决策执行效率,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当高管团队

断裂带达到一定强度后,断裂带增强的消极作用(知识冲突)占据主导作用,会降低企业的动态能力,从
而不利于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因此,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即随

着高管团队断裂带的不断增强,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影响会由促进转变为抑制。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非线性的倒 U 型影响。

2. 高管团队断裂带、管理层短视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高管团队断裂带直接影响的是管理层行为,而管理层行为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高洪

利
 

等,2022) [39] 。 管理层短视是反映管理层行为的常用指标,并被广泛应用于高管团队特征影响企业创

新、数字化转型、ESG 表现等的传导机制分析(杜江泽
 

等,2023;王韧
 

等,2024;刘东阁
 

等,2024;汤旭东
 

等,2024) [40-43] 。 基于此,本文从管理层短视维度探讨高管团队断裂带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管

理层短视是指管理层更关注自身短期利益而忽视公司长远发展的行为。 管理层短视形成的主要原因在

于股东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管理层认知与经验的匮乏 ( Jenson
 

et
 

al. , 1976; 张天宇
 

等,
2023) [44-45] 。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管理层短视的关系和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类似,存在一个适度区间。
断裂带强度很小引致的管理层内部高度同质化以及强度很大导致的管理层内部过度分化,都会提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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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进行信息操作的可能性,加剧股东与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诱发管理层短视。 而当高管团队

断裂带处于适度水平时,管理层各子群体内外部均能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与反馈,不仅有利于缓解信息

不对称问题,而且能够为企业决策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从而抑制管理层短视。 因此,高管团队断裂带

与管理层短视存在非线性的 U 型关系,随着高管团队断裂带的持续增强,管理层短视呈现出先下降后上

升的演化趋势。 与此同时,管理层短视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管理层短视导致企业更

多地选择短、平、快的投资项目,减少企业的长期资本支出(胡楠
 

等,2021) [46] ,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俞

鸿琳,2022) [47] ,使得企业的研发投入减少,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进而抑制企业新质生产

力水平提升。 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下,当高管团队断裂带很弱时,断裂带增强会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

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当高管团队断裂带达到一定强度后,断裂带进一步增强会促进管理层短视,
进而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管理层短视在高管团队断裂带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中具有中介作用,即高

管团队断裂带能够通过与管理层短视的 U 型关系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倒 U 型影响。

3. 共同机构持股的调节作用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除了管理层的人力资本结构外,股权结构也会对企业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随着

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持有多家企业股份的机构投资者逐渐增多,共同机构持股现象日益普遍(雷雷
 

等,2023) [48] 。 共同机构持股是指机构投资者同时持有多家企业股份,其通过股东强化了不同企业间的

联系,并进一步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影响企业行为(杜勇
 

等,2025) [49] 。 共同机构持股不仅会对企业发展

战略、投资决策等产生重要影响,还可能改变管理层的行为模式,因而能够调节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程度。 当高管团队断裂带未超过阈值(即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由促进转为抑

制的拐点)时,共同机构持股能够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强化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

用。 共同机构投资者在不同企业间搭建起联系的桥梁,有助于企业间共享资源与信息,从而增加持股企

业的信息来源,降低持股企业的信息搜寻与处理成本,使持股企业管理层能够通过信息协同效应更好地

利用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带来的知识多样化红利,从而更显著地提升决策的有效性及决策执行效率(Li
 

et
 

al. ,2023) [50] 。 此外,共同机构投资者同时深耕多家企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投资和管理经验,能够帮

助持股企业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公司治理水平(Koch
 

et
 

al. ,2020;杜勇
 

等,2021) [51-52] ,进而为高管团队

断裂带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的组织环境。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共同机构投资者也存在追

求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倾向(郭佳
 

等,2024) [53] 。 当高管团队断裂带超过阈值时,由于高管团队各子

群体间发生高度分化,共同机构所有权极有可能加剧管理层短视倾向,诱发企业内外部的合谋舞弊行

为,阻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而强化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抑制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3:共同机构持股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

作用,即共同机构持股比例增加会强化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倒 U 型影响。

4. 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

根据前文分析,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与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流与观点认同

有关,而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受到社会信任状况的影响,因而随着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高
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可能发生变化。 某一地区的社会信任状况是指其社会各

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和依赖的程度。 社会信任既是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影响微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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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吕朝凤
 

等,2019;Zan
 

et
 

al. ,2024) [54-55] 。 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能提高企

业的信息透明度、加快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传递、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能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抑制

管理层短视,进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申丹琳
 

等,2022;阳镇
 

等,2021;Wan
 

et
 

al. ,2022) [56-58] 。 当高管团队断裂带未超过阈值时,企业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促进高

管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来更好地发挥知识多样化的积极作用,从而增强高管团队断裂带对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然而,当高管团队断裂带超过阈值后,由于高管团队各子群体间的分化与

对立较为严重,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虽然能够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但很难调和各子群体之间

的矛盾,对子群体之间的冲突对立缓解甚微;同时,社会信任使得成员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不利于成员个

体积极地提出疑问或建议,对知识的有效交流及创新观点的形成产生阻碍,进而可能增强高管团队断裂

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抑制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4:社会信任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即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会强化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倒 U 型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设定

为检验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非线性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NPROit =α0 +α1ASWit +α2ASWit
2 + ∑Controlsit + ∑Industry + ∑Year +μit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NPROit)“新质生产力”为 i 企业在 t 年的新质生

产力水平,核心解释变量(ASWit)“高管断裂带”为 i 企业在 t 年的高管团队断裂带强度,Controlsit 表示控

制变量,Industry 和 Year 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μit 为随机误差项。 若“高管断裂带”的回归系数

α1 显著为正,且其二次项(ASWit
2)的回归系数 α2 显著为负,则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

倒 U 型的非线性影响。
(1)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测度。 本文借鉴张秀娥等(2024) [4] 和李心茹等(2024) [59] 的研究,构建

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运用熵值法测算样本企业在样本期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2)高管团队断裂带强度的测评。 借鉴梁上坤等(2020) [27]和朱帮助等(2023) [29] 的研究,采用高管

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业背景、海外背景、任期 6 个指标,从数据处理、子组结构和精确度 3 个维度对多

种断裂带测量方法进行比较,选用能同时满足要求的 Meyer 和 Glenz(2013) [60] 开发的 ASW 指标进行测

度。 将 R 语言作为操作软件,用凝聚式层次聚类算法对高管特征数据进行预聚类,评估聚类效果,最终

得到“高管断裂带”指标,计算公式为:ASW= (bi-ai) / max(ai,bi)。 其中,ai 为组内不相似度(个体 i 与本

组其他个体的平均距离),bi 为组间不相似度(个体 i 与其他组个体的平均距离)。

(3)控制变量的选取。 借鉴刁海璨(2025) [18] 、刘敦虎等(2025) [61] 的研究,从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

两方面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上市年龄”,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上市年份之差加 1 的自然对数值来衡

量;二是“财务杠杆”,采用负债总额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三是“成长性”,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
四是“资产规模”,采用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五是“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采用前十大股东

持股数量与总股数之比来衡量;六是“独立董事占比”,采用独立董事与董事人数之比来衡量;七是“董事

会规模”,采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八是“两职合一”,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

1,否则为 0;九是“高管持股比例”,采用管理层持股数与总股本之比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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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构成要素 分项指标 数据说明 权重 / %

新质劳动者

员工素质

管理层素质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 8. 89

高学历人员占比 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 6. 37

管理层数字化背景 高管团队是否具有数字化背景 4. 16

CEO 职能经历丰富度 CEO 职能经历计数 5. 11

管理层国际化视野 高管团队是否具有国外任职或留学背景 4. 75

新质劳动对象

生态环境

未来发展

环境治理得分 华证 ESG 评级的 E 指标 8. 87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 / 资产总额 4. 85

资本积累率 当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 / 年初所有者权益 2. 79

机器人渗透率 企业层面机器人渗透率 5. 77

新质劳动资料

科技劳动资料

数字劳动资料

绿色劳动资料

创新水平 Ln(企业授权专利数+1) 16. 35

数字化程度 Ln(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词频+1) 6. 67

数字资产占比 数字化相关资产 / 无形资产总额 5. 31

绿色技术水平 Ln(绿色专利授权数量+1) 9. 23

绿色专利占比 企业授权绿色专利数 / 企业授权专利数 10. 88

2. 机制检验方法

为检验管理层短视的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林伟鹏和冯保艺(2022) [62] 的方法,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Shortinvit =β0 +β1ASWit +β2ASWit
2 + ∑Controlsit + ∑Industry + ∑Year +μit

NPROit =γ0 +γ1ASWit +γ2ASWit
2 +γ3Shortinvit + ∑Controlsit + ∑Industry + ∑Year +μit

其中,中介变量(Shortinvit)为“管理层短视”,参考汤旭东等(2024) [43] 的研究,采用企业当前短期投

资与期初企业总资产之比来衡量,比值越大则管理层短视程度越严重;其他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
为检验共同机构持股和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NPROit = δ0 +δ1ASWit+δ2ASWit

2 +δ3ASWit×Moderatorit+δ4ASW2
it×Moderatorit

∑Controlsit + ∑Industry + ∑Year +μit

其中,调节变量(Moderatorit)有两个:一是“共同机构持股比例”,参照雷雷等(2023) [49] 的做法,先计

算企业当年各季度拥有的所有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和,再取均值得到年度共同机构持股比例;二
是“社会信任水平”,借鉴吕朝凤等(2019) [54] 的研究,采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中省份层面的社会信任

得分(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

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 2012—2022 年。 剔除金融类样本、变量数据缺

失样本以及 ST、∗ST、PT 样本,最终得到 31
 

861 个观测值。 财务数据以及地区层面的数据来自国泰安

数据库、万得数据库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2。 “新质生产力”的均值为 0. 128,标准差为 0. 073,最大值为 0. 375,最小值为 0. 012,表明

样本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整体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高管断裂带” 的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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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85,中值为 0. 273,标准差为 0. 109,说明样本企业的高管团队断裂带普遍存在,且不同企业间差异较

大。 此外,其他变量未见明显异常。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31
 

861 0. 128 0. 073 0. 012 0. 121 0. 375

核心解释变量 高管断裂带 31
 

861 0. 285 0. 109 0. 008 0. 273 0. 625

控制变量

上市年龄 31
 

861 2. 142 0. 826 0. 000 2. 303 3. 367

财务杠杆 31
 

861 0. 421 0. 203 0. 051 0. 413 0. 884

成长性 31
 

861 0. 160 0. 373 -0. 541 0. 104 2. 213

资产规模 31
 

861 22. 249 1. 274 19. 945 22. 060 26. 206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31
 

861 0. 581 0. 151 0. 233 0. 588 0. 904

独立董事占比 31
 

861 37. 645 5. 340 33. 330 36. 360 57. 140

董事会规模 31
 

861 2. 120 0. 195 1. 609 2. 197 2. 639

两职合一 31
 

861 0. 287 0. 453 0. 000 0. 000 1. 000

高管持股比例 31
 

861 13. 862 19. 523 0. 000 1. 027 68. 725

中介变量 管理层短视 31
 

861 0. 033 0. 074 0. 000 0. 001 0. 429

调节变量
共同机构持股比例 31

 

861 0. 025 0. 090 0. 000 0. 000 0. 534

社会信任水平 31
 

861 0. 856 0. 635 0. 041 0. 777 2. 189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3 为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其中,(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2)列在(1)列的基础上加入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3)列在(1)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4)列同时加入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

控制变量。 无论是否控制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高管断裂带”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同时,Utest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4),“高

管断裂带”的拐点(即阈值)为 0. 254,落在有效取值范围内([0. 008,0. 625]),拐点左侧斜率为正、右侧

斜率为负。 根据 Haans 等(2016) [63]提出的非线性关系检验标准,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存

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假说 H1 得到验证。
此外,为确保倒 U 型关系的真实性和增强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参照 Simonsohn(2018) [64] 的研究,根

据曲线拐点 ASWInf,设置三个新变量 ASWLow、ASWH igh、High①,构建如下断点回归模型:

NPROit =θ0 +θ1ASWLow +θ2ASWHigh +θ3High + ∑Controlsit + ∑Industry + ∑Year +μit

断点回归结果见表 5,ASWL ow 和 ASWH igh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402 和-0. 382,拐点两侧异号且显著,
进一步为假说 H1 提供了支持。 将基准模型和断点回归的检验结果绘制成图 1,可以形象地展示高管团

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7

马增林,刘凤雷,刘畅: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非线性影响

①

 

ASWLow 的赋值方法为:当 ASW<ASWInf 时,ASWLow =ASW-ASWInf,否则取值为 0;ASWHigh 的赋值方法为:当 ASW⩾ASWInf

时,ASWHigh =ASW-ASWInf,否则取值为 0;High 的赋值方法为:当 ASW⩾ASWInf 时,High= 1,否则取值为 0。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4)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高管断裂带 0. 127∗∗∗(7. 93) 0. 161∗∗∗(10. 94) 0. 061∗∗∗(3. 93) 0. 078∗∗∗(5. 53)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 -0. 216∗∗∗( -8. 69) -0. 257∗∗∗( -11. 29) -0. 133∗∗∗( -5. 55) -0. 154∗∗∗( -7. 03)

上市年龄 -0. 020∗∗∗( -28. 73) -0. 014∗∗∗( -21. 99)

财务杠杆 -0. 028∗∗∗( -11. 96) -0. 008∗∗∗( -3. 61)

成长性 -0. 002( -1. 62) -0. 001( -1. 15)

公司规模 0. 020∗∗∗(48. 79) 0. 018∗∗∗(46. 23)

前十大股东持股 -0. 055∗∗∗( -18. 44) -0. 023∗∗∗( -7. 98)

董事会独立性 0. 000(1. 09) 0. 000∗∗∗(2. 83)

董事会规模 0. 001(0. 41) 0. 018∗∗∗(7. 37)

两职合一 0. 006∗∗∗(6. 51) 0. 002∗∗∗(2. 88)

高管持股 0. 000∗∗∗(8. 84) 0. 000(1. 11)

年份 /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12∗∗∗(46. 57) 0. 042∗∗∗(9. 90) -0. 253∗∗∗( -24. 94) -0. 342∗∗∗( -34. 14)

观测值 31
 

861 31
 

861 31
 

861 31
 

861

调整后 R2 0. 002 0. 164 0. 085 0. 233

　 　 注:∗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1,括号内为 t 值,下表同。

表 4　 Utest 检验结果

U 型关系存在性整体检验 下限 上限

区间 0. 008 0. 625

斜率 0. 076 -0. 114

t 值 5. 480 5. 484 -8. 141

显著性 P 值 0. 000 0. 000 0. 000

　 　 注:拐点(即阈值)为 0. 254。

表 5　 断点回归结果

变　 量 新质生产力

ASWLow 0. 402∗∗∗(4. 59)
ASWHigh -0. 382∗∗∗( -8. 22)
High -0. 005( -0. 51)

观测值 31
 

861

　 　 　 注: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

图 1　 基准模型(曲线)和断点回归(两段直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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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

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 参考梁上坤等(2020) [27]的研究,将同行业同年度除本企业外的企业高管团

队断裂带平均值作为“高管断裂带”的工具变量,进行 2SLS 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1) (2)列。 经检

验,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43. 131(在 1%的水平上显著),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16. 483(大于 10%水平下 Stock-Yogo 的临界值 7. 03),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高管断裂带”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保持一

致,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倒 U 型影响的结论依然成立。
(2)替换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基于此,本文分别采用 LP

法和 OP 法计算得到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其替换“新质生产力”变量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

表 6 的(3)(4)列。
(3)解释变量滞后处理。 考虑到高管团队断裂带并非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且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

力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对“高管断裂带”及其二次项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后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
归结果见表 6 的(5)列。

(4)删除特殊样本。 为避免新冠疫情冲击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剔除 2020—2022 年的样本后

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6)列。
(5)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为消除企业个体特征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6 的(7)列。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6) (7)

高管

断裂带

新质

生产力

全要素

生产率 LP

全要素

生产率 OP

新质

生产力

新质

生产力

新质

生产力

工具变量
0. 842∗∗∗

(4. 76)

高管断裂带
0. 071∗∗∗ 0. 289∗∗ 0. 453∗∗∗ 0. 073∗∗∗ 0. 044∗∗∗

(4. 31) (2. 28) (3. 70) (4. 60) (3. 76)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
-0. 114∗∗∗ -0. 587∗∗∗ -0. 745∗∗∗ -0. 149∗∗∗ -0. 082∗∗∗

( -3. 03) ( -2. 96) ( -3. 90) ( -6. 26) ( -4. 48)

L. 高管断裂带
0. 073∗∗∗

(5. 06)

L.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
-0. 147∗∗∗

( -6. 69)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1
 

052 31
 

052 31
 

325 31
 

325 28
 

256 22
 

487 31
 

861

调整后 R2 0. 163 0. 187 0. 704 0. 605 0. 228 0. 216 0. 144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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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稳健性检验均显示,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倒 U 型关系,表明本文的分

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3. 中介效应检验

管理层短视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7 的(1) (2)列。 “高管断裂带”对“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高管断裂带二次项”对“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管团队断裂带对管理层短

视行为具有显著的 U 型影响,即:当高管团队断裂带较弱时,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会抑制管理层短视行

为;当高管团队断裂带达到一定强度后,进一步增强则会促进管理层短视行为。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管

理层短视”变量之后,“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管理层短视行为增加会抑制企业新质生

产力水平提升;同时,“高管断裂带”及其二次项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但绝对值有所减

小,表明管理层短视在高管团队断裂带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高管团队断裂带

通过对管理层短视的 U 型影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倒 U 型影响。 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方法抽取

1000 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95%水平的置信区间为[0. 003,0. 018],不包含零,表明管理层短视的中介

效应显著。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2 得到验证。

表 7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4)

管理层短视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高管断裂带 -0. 030∗( -1. 94) 0. 076∗∗∗(5. 50) 0. 081∗∗∗(5. 71) 0. 077∗∗∗(5. 46)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 0. 067∗∗∗(2. 81) -0. 153∗∗∗( -7. 00) -0. 158∗∗∗( -7. 19) -0. 153∗∗∗( -6. 97)

管理层短视 -0. 011∗∗( -2. 20)

高管断裂带×共同机构持股比例 0. 525∗∗∗(3. 04)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共同机构持股 -0. 874∗∗∗( -3. 32)

高管断裂带×社会信任水平 0. 054∗∗(2. 50)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社会信任水平 -0. 088∗∗∗( -2. 64)

观测值 31
 

861 31
 

861 31
 

861 31
 

861

调整后 R2 0. 109 0. 233 0. 233 0. 233

4. 调节效应检验

共同机构持股和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7 的(3)(4)列。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及

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后,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变化,即高管团队断裂带

依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倒 U 型影响;两个调节变量(“共同机构持股比例”和“社会信任水平”)与

“高管断裂带”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与“高管断裂带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共同机

构持股和社会信任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的共同

机构持股比例和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会强化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倒 U 型影响

(参见图 2 和图 3)。 由此,假说 H3 和 H4 得到验证。
01

马增林,刘凤雷,刘畅: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非线性影响



图 2　 共同机构持股的调节效应 图 3　 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

五、进一步的讨论:异质性分析

1. 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往往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政治关联性和发展战略稳

定性,并受到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管理层决策相对保守,同时,其高管选聘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团
队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因而高管团队断裂带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较小。 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

“非国有企业”两组,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8 的(1) (2)列。 在两组样本中,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

产力都呈现出显著的倒 U 型关系,但“非国有企业”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组,表明

相比国有企业,高管团队断裂带对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倒 U 型影响更显著(参见图 4)。

2. 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盈利能力、投资策略、创新意愿和研发能力等都存在明显差异,可能

会导致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同。 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不同,处于衰退

期的企业大多在生产经营上面临危机,为避免被收购或退市,其往往不愿将更多的资金、人员投入前沿

科技创新这类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的活动中,高管团队也相对稳定和团结,因而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可能较小。 借鉴陈红等(2024) [65] 的做法,采用现金流组合法将样本企业划分为

“成长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两组,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8 的(3)(4)列。 在两组样本中,“高管断裂

带”的回归系数为正(衰退期企业不显著),“高管断裂带二次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成长成熟期企

业的显著性和绝对值均大于衰退期企业),表明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倒 U 型影响在成长

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更显著(参见图 5)。

3. 行业技术属性异质性

相比非高技术行业的企业,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发展更加依赖于研发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一旦技术

落后,便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取代。 因此,高技术行业企业的高管不仅需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意愿,还需要

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团队的组成更加多元化,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更大,这会使得高

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借鉴姚加权等(2024) [66] 的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将样本企业按其所属

行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与“非高技术行业”两组,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8 的(5) (6)列。 在两组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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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断裂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非高技术行业企业不显著),“高管断裂带二次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负(高技术行业企业的显著性和绝对值均大于非高技术行业企业),表明相较于非高技术行业企业,高
管团队断裂带对高技术行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倒 U 型影响更显著(参见图 6)。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企业产权异质性 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 行业技术属性异质性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成长成熟期企业 衰退期企业 非高技术行业 高技术行业

高管断裂带
0. 099∗∗∗ 0. 055∗∗ 0. 083∗∗∗ 0. 059 0. 012 0. 129∗∗∗

(5. 83) (2. 13) (5. 20) (1. 29) (0. 57) (6. 79)
 

高管断裂带二次项
-0. 180∗∗∗ -0. 114∗∗∗ -0. 160∗∗∗ -0. 123∗ -0. 067∗∗ -0. 222∗∗∗

( -6. 70) ( -2. 97) ( -6. 59) ( -1. 86) ( -2. 06) ( -7. 60)

观测值 20
 

330 11
 

531 23
 

839 7
 

796 12
 

821 19
 

040

调整后 R2 0. 212 0. 269 0. 223 0. 255 0. 247 0. 184

费舍尔组间系数差异(二次项)
-0. 098∗∗∗ 0. 026∗∗ 0. 081∗∗∗

(0. 008) (0. 032) (0. 003)

图 4　 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 图 5　 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

图 6　 行业技术属性异质性

表 9　 生理断裂带与任务断裂带

变　 量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生理断裂带 0. 028∗∗(2. 23)

生理断裂带二次项 -0. 012( -1. 05)

任务断裂带 0. 052∗∗∗(5. 35)

任务断裂带二次项 -0. 094∗∗∗( -7. 99)

观测值 31
 

861 31
 

861

调整后 R2 0. 231 0. 235

4. 生理断裂带与任务断裂带的区别

高管团队断裂带可分为生理断裂带和任务断裂带。 生理断裂带又称为表层断裂带,主要基于团队

成员的年龄、性别、种族等先天固有的人口特征差异形成;任务断裂带又称为深层断裂带,主要以团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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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教育背景、专业技能、经验认知等后天因素进行划分。 由于高管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其任务型特征属

性,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比生理断裂带更加强烈且深远(徐灿宇
 

等,2021) [67] 。 同时,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决策中,生理断裂带的子群体之间往往可以形成互补关系,而任务断裂带的子

群体之间更容易产生分歧和冲突。 因此,本文猜测,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

倒 U 型影响,而生理断裂带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且并不具有倒 U 型影响。 借鉴

Hutzschenreuter 和 Horstkotte(2013) [68] 、Chen 等(2023) [69] 的方法,基于年龄、性别计算得到样本企业高

管团队的生理断裂带强度(“生理断裂带”变量),基于学历、职业背景、海外背景、任期 4 个任务型特征属

性计算得到样本企业高管团队的任务断裂带强度(“任务断裂带”变量),分别检验其对“新质生产力”的

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9。 以“任务断裂带”为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表明高管团队的任务

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倒 U 型影响;而“生理断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其二次项的

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高管团队的生理断裂带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且两者之间不存在倒 U 型关系。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企业管理层规模的扩大和成员的多元化,高管成员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凸显,由此形成的高管团

队断裂带对企业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这种“双刃剑”效应使得高管团队断裂带存在一个适

度区间。 断裂带过弱形成的团队内部同质化和断裂带过强导致的子群体间对立冲突都不利于企业的新

质生产力发展。 因此,在高管团队断裂带持续增强的过程中,其会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先促进后抑制

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采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2—2022 年的数据分析发现:(1)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

业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倒 U 型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管理层短视在这种倒 U 型关系中发挥了显著

的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管团队断裂带通过其与管理层短视的 U 型关系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倒 U 型影

响。 (2)共同机构持股和社会信任能够正向调节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即企业的共同机构持股比例增加和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会强化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倒 U 型影响。 (3)相比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高管团队断裂带对新质生产力

的倒 U 型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 (4)高管团队的任务

断裂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倒 U 型影响;而生理断裂带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两者之

间不存在倒 U 型关系。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1)优化企业管理层结构,构建有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管团

队体系。 科学对待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双刃剑”作用,注意度的把握,既要充分利用高管特征多样化和多

元化组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也要避免高管团队内部过度分化和极端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在进行高管选聘和培养时,既要关注个体的任务型特征,也应注意个体之间相关特征的互补性与

协同性。 (2)加快完善共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机制,充分发挥共同机构持股的协同治理效应。 企业应积

极引入共同机构投资者,发挥其信息资源和管理经验优势,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同时,政府部门应

激励和规范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形成,制定和完善共同机构所有权的相关法律法规。 (3)不断提升社会信

任水平,为企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互信互惠共赢的社会环境。 大力宣传和弘扬诚信文化,持续加

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效发挥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4)积极

出台相关政策,为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提供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有针对性的配套支持。 政府应制定

相应的激励政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产业环境和法治环境,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企业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的生产力跃升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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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linear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MA

 

Zeng-lina,
 

LIU
 

Feng-leia,
 

LIU
 

Cha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Heilongjiang,
 

China)

Summar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are
 

the
 

micro-level
 

embodi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y
 

are
 

the
 

key
 

to
 

solving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growth
 

in
 

China.
 

How
 

to
 

foster
 

and
 

develop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issue
 

in
 

the
 

new
 

stage
 

of
 

China ’ 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isting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e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from
 

aspects
 

such
 

as
 

digitalization
 

and
 

the
 

capital
 

market.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s
 

even
 

scarcer.
 

The
 

concep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i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rom
 

the
 

geological
 

concept
 

of
 

“faultl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has
 

drawn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with
 

both
 

promotion
 

and
 

inhibition
 

theories
 

coexisting
 

and
 

no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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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represent
 

a
 

new
 

state
 

that
 

break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of
 

enterprises,
 

which
 

implies
 

that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may
 

not
 

be
 

simply
 

facilitative
 

or
 

inhibitive,
 

and
 

the
 

effects
 

may
 

var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faultlines.
 

What
 

is
 

the
 

magnitude
 

and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How
 

does
 

this
 

impact
 

differ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se
 

questions
 

still
 

await
 

in-depth
 

research.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2.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with
 

promotion
 

first
 

and
 

then
 

inhibition;
 

(2)
 

Managerial
 

myopia
 

i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affe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3)
 

The
 

commo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the
 

regional
 

social
 

trust
 

level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4)
 

When
 

further
 

distinguishing
 

the
 

types
 

of
 

faultlines,
 

task-based
 

faultlines
 

have
 

a
 

stronger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tha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5)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high-tech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and
 

maturity
 

stag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level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Secondly,
 

it
 

deep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affe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the
 

managerial
 

myopia
 

path,
 

and
 

furth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Thirdly,
 

it
 

incorporates
 

the
 

commo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the
 

regional
 

social
 

trust
 

level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which
 

helps
 

to
 

enrich
 

the
 

situational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research.
 

Fourthly,
 

most
 

existing
 

studies
 

analyze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characteristics
 

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inear
 

relationship,
 

and
 

there
 

are
 

some
 

disputes.
 

The
 

research
 

on
 

the
 

nonlinear
 

and
 

complex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faultlines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in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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